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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生优势化解外部风险*

——“社区抗逆力”与衰落单位社区重建

芦 恒

摘 要：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社会的转型，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的衰败破产，部

分老旧单位社区呈现出棚户区化、居民异质化、底层化等特征。国内已有研究大多从“外

部性”、“问题性”角度入手，较少关注社会转型带来的多重风险性对于社区治理的重大影

响，对社区自身具有的、抵御风险的“内生性”优势重视不足。“社区抗逆力”视角立足于社

区风险危机管理与预防，分析社区内部居民的风险应对能力、社区认同感、公共参与行为

等主体性优势，同时挖掘家庭以及社区分权动员结构等社区内部环境优势，再配之以政

府、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外部力量支持，形成一整套衰落社区重建以及抵抗风险的治理

框架。这种思路有利于探索中国单位制度变迁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辩证意义，也利于我

们有效继承单位社会传统，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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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转型。我们不能将其视作一段非连续的过

程，“单位制度”作为当初重要的工业主义安排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形塑中国城市转型和社区治理

的重要因素，对于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依然意义非凡。与单位制度相伴生的大量单位社区，在

转型大潮中逐渐陷入“衰败化”、“杂化”、“贫民区化”，成为社会治理的“真空地带”。现有研究多采

取“问题视角”，将变迁后的单位社区视为“非清除改造不可”的城市顽疾，抑或完全依赖行政、公益

等外部资源进行支援的“被动社区”。此类“问题式”和“被动式”治理思维带来的是外部改造之后

的社区居民原子化严重、参与动力不足等公共性危机。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社区抗逆力”的思

维破解困境，强调从“正向”和“内部”角度摒弃先入之见，挖掘单位社区面对社会转型风险时的自

身优势和内在动力，最终与外部的政策支援互相配合，实现城市社区的良性治理。

一、后单位时期单位社区的变迁与困境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发展，作为中国特殊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的

“单位社会”，因其变迁过程体现的复杂性、连续性、多样性，成为无法忽视的课题。在当前城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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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特别是在一些老工业基地，仍然有大量围绕棚户区产生的拆迁矛盾、贫困问题。大部分棚户

区的“原型”是单位时期国有企业职工集中居住的“单位大院”。该词汇是单位时期独有的叫法，其

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其“大”：多由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城市远郊按照土地单独划拨规划而成，其面积

规模较大。更具特色的在于其特殊的“院文化”。“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空间形式，由四周院墙“合

围”而成的生活空间也具有浓厚的“家氛围”，成为中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在“院”这种传统

形式空间内可得到生活、工作所需的几乎所有资源。①以一汽为例，“街坊组成了厂前生活区的基

本单位，在总体布局上强调轴线对称，街坊由四条道路包围。住宅沿街周边布置，围合而成一个内

部庭院，内部庭院较为宽敞，不受外界干扰”②。“单位”首先是生产组织体系，给予成员以一种“稳定

的工作感”；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形式，以“家”的形式和文化凝聚成员，形成以业缘为基础的“家园

感”。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国企深化改革，作为“单位大院”母体的“单位”本身在性质和功能上出

现了变化——行政动员分配体系与经济生产体系分离，社会保障与社会功能分离，组织体系与家

文化分离。为此，大部分单位大院尽管仍然保持“外观”上的“大院”，社区内部却出现了困境。

其一，衰败化。棚户区改造仍然是当前国家民生工程的重要部分。李克强总理2017年年初还

在强调，城市棚户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对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拉动有效需求

等发挥着重要作用③。在东北、西北等老工业基地，大量城市棚户区前身为国有企业的“单位大

院”。以沈阳为例，“随着部分企业单位倒闭破产或转属转制，其自管的房屋维修责任单位消失，导

致房屋年久失修。作为老工业基地，沈阳的弃管小区问题尤为突出。沈阳市城区共有弃管住宅区

1502个，占44.4%，人口165.5万人，占总人口的32.7%”④。破产企业本身完全不能维护其基本的公

共设施，无法完整提供公共服务，再加上低收入的居民负担不起物业费用，市场化运作的物业公司

也不愿接管，导致社区衰败化。

其二，内部异质化和阶层分化。1998年，国家正式取消单位福利分房制度，居民住宅货币化，

单位内部居民也依据个人购买能力开始分化。一部分居民买断单位房产权，有的还购买了其他商

品住宅，逐渐搬离原来的单位大院。有学者称之为“过滤现象”，即“以高收入家庭迁居为导向的迁

居与住房周转过程”⑤。实际上，这是一种社区内部阶层分化：一类是居民的“主动过滤”，即家庭通

过迁居、更新或改建住房来适应环境变化。另一类是未迁居居民因邻里质量和邻里结构变化导致

的“被动过滤”⑥ 。“过滤”之后的单位大院居民可分为：(1)迁居居民。主动迁居居民具有较高的经济

能力和社会资源，在其购买新房后，原来的单位房被出租，成为“食租阶层”。(2)“拆迁房食利者”群

体。此类群体在棚户区拆迁计划之前几年得到消息，提前购买获得产权，平时出租给外来居民，拆

迁时获取赔偿款。(3)未迁居居民。此类居民在单位时期多为底层岗位的工人，收入低，因此购买

商品房的能力也比较低。(4)外来低收入城市居民。在城乡接合部的单位棚户区，也有部分来自其

他拆迁棚户区居民临时过渡居住，他们在房屋回迁之前没有能力住在市中心，只好租住在低租金

的未拆迁棚户区。(5)外来农民工。衰败的单位大院的租金相对较低，吸引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

工。该群体在客观上收入较低，缺乏城市居民类似的社会保障。另外，外来农民工在社区内部口

碑欠佳，往往被本土居民视为单位大院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部分本土居民将单位辉煌到衰败形

成的强烈落差感导致的怨气撒在农民工身上。两者鲜有互动交往，甚至充满敌意。由此可见，社

会转型后单位大院在社会结构方面体现出特殊性和复杂性，其治理思维必定异于商品房社区，须

结合实际情况转换思路，实现单位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①乔永学：《北京“单位大院”的历史变迁及其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华中建筑》2004年第5期。

②薛猛：《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生活区工业遗产保护性规划研究》，《城市建筑》2013年第22期。

③《李克强对棚户区改造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17/c64094-29027780.html。
④《沈阳1502个弃管小区不再弃管》，《法制日报》2010年12月11日。

⑤塔娜、柴彦威：《过滤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单位社区变化研究》，《人文地理》2010年第5期。

⑥塔娜、柴彦威：《过滤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单位社区变化研究》，《人文地理》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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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抗逆力：社会风险危机管理视角与社区治理

如前所述，随着单位体制的深入改革，以单位大院为代表的单位社区经历了巨大变迁，除了部

队、高校等单位，“单位办社会”的核心功能已在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单位内消失殆尽。故而其职工

集中居住的单位大院在社会资源获取渠道、权力结构、居民阶层结构等方面产生诸多变化和困

境。在学术研究方面，社会学者多关注于“单位制”的起源、发展进程、价值内涵、组织体系、内部权

力结构、整合机制、福利体系变迁等“单位制”自身的问题和特性。田毅鹏较早将“单位制”与“社区

建设”相结合，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所在的超大型单位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位-社区”研究的深

层内涵，以破解“单位社会终结”和社区建设等难题①。除此之外，这一领域鲜有社会学者关注。反

而是近几年一些人文地理学科与城市建筑设计学科的学者比较关注单位社区变迁。柴彦威早在

1996年就强调，单位生活空间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主张中国的单位制变迁是研究中国城

市转型的新框架②。一些学者从“空间结构变化”及其社会效果的角度，关注单位社区的变迁，如居

民结构、行为方式、社会交往、社区认同等③。然而，地理学科的视野主要从外部的“空间”角度分

析，探寻城市规划的价值观和具体实践模式。总体而言，类似研究过于着重“问题视角”，从现有单

位社区体现出的衰败性、杂化性、异质性等客观属性，直接推论出单位社区治理以及社区认同感下

降等方面也出现诸多困境。我们要正视各类困境，但是不宜做道德化的价值判断，而应从积极的

方面挖掘社区自身优势，最终从内部解决社区发展的动力问题。

单位社区“客观”变化与社会治理困境之间，应该有一个“中介变量”。笔者认为，单位社区自

身具备的一种“内在能力”正是连接二者的第三变量。本文即是尝试运用“社区抗逆力”这一概念

框架来分析这种“内在能力”。“抗逆力”（resilience）是指一种反抗逆境的能力，它是工程学、积极心

理学以及社会工作的核心内容。其原意是弹性、弹力，引申到心理学上是指个体在处于困难、挫

折、失败等逆境时的心理协调和适应能力，即遭受挫折后，能够忍受和摆脱挫折的打击，在逆境中

保持健康、正常的心理和行为能力。④此后学者们又分别发展出了“家庭抗逆力”和“社区抗逆力”

概念。“社区抗逆力”（community resilience）被广泛运用于社区风险管理、社区灾后重建、社区营造、

农村扶贫开发等社区发展领域。其定义为“社区具有的抵挡风险或衰败的能力。该概念与人类生

活的不同方面有关，例如物理因素、服务供给能力、个体的社区认知”⑤。此概念的提出与近二十年

来全球风险社会理论以及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勃兴密切相关，对于从社会风险角度思考当代中国

城乡社区治理思路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总体而言，“社区抗逆力”在基层社区

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区抗逆力”的社会风险管理视角与社区治理。“社区抗逆力”中的“逆”是指“逆境”，具

体是指社区所面临的自然和社会方面的风险和危机。因此其前提是将“风险危机”作为切入点思

①参见田毅鹏、漆思《“单位社会”的终结：东北老工业基地“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的社区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田

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②柴彦威：《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兰州市的实证研究》，《地理研究》1996年第1期；柴彦威，张纯：《地理

学视角下的城市单位：解读中国城市转型的钥匙》，《国际城市规划》2009年第5期；柴彦威、刘天宝、塔娜、肖作鹏：《中国城市单位

制研究的一个新框架》，《人文地理》2013年第4期。

③参见杜春兰、柴彦威《“邻里”视角下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的空间比较》，《城市规划》2012年第5期；王乐、梁江《单位大院的形态

演变模式分析》，《华中建筑》2010年第7期；塔娜、柴彦威、刘志林《单位社区杂化过程与城市性的构建》，《人文地理》2012年第3
期；刘天宝、柴彦威《地理学视角下单位制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4期；刘天宝、柴彦威《中国城市单位大院空间及其

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张旺峰等《单位大院与封闭社区的主要空间特征对比思考》，《山西建

筑》2013年第22期；

④沈之菲：《抗逆力：一种重要的心理品质》，《思想理论教育》2010年第18期。

⑤Dmitry Leykin, Mooli Lahad, et al.,“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Between Routine and Emergency Situations”, Internation⁃
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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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社区内部的治理创新。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以“非典”、“甲流”、“汶川地震”、“食品安

全”等为代表的公共风险危机，逐渐成为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诚如童星所指出，与当代中

国社会转型相伴生的是一个“风险共生”的社会——历时态的风险类型共时态地存在。“中国存在

暴力群体性事件、具体利益冲突、集体性敌视、普遍的社会不满等四种社会矛盾形式，并形成了金

字塔形的社会矛盾冰山结构。”①可见，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社会风险危机防范与治理视角的重要性

已日益凸现。而“社区抗逆力”的提出则是社会风险危机研究“精准化”和“微观化”的体现。随着

社会“精准治理”提上议事日程，作为社会风险危机管理、防范工作的“前沿阵地”的社区，其内部的

居民主体面对社会风险危机时，在认知、行为、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产生了哪些变化？居民

自身在哪些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又在哪些方面仍需外在支援？此外，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源结构、

权力结构、公共性结构又应如何调整来对抗社会风险危机？这些都是我们应深入挖掘的问题。将

“社区抗逆力”运用到社区治理有利于将社区类型化，尤其是将研究和监测重点更集中于面临较大

社会风险的社区（如低保户聚居社区、企业破产社区、连片特困山区），实现社区治理资源优势配给

和精准治理。此外，“社区抗逆力”将社区置于一种特定的“风险情境中”思考社区治理，其中涉及

到的社区公共危机评估和预防等，可能是普遍意义上“常态社区研究”所忽略的内容，有助于我国

社区治理研究和实践朝着精细化和科学化之路发展。

其二，“社区抗逆力”的内部性与社区内生性发展。随着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深入发展，“内生

性”问题日益成为促进社区治理的关键性因素。正如田毅鹏所批评的，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形成

了一种以形式化、展示化为特征的“展示性治理”，即在政府行政力量与居民自治组织非均衡的互

动中出现的一种与真实治理过程、真实社会状态相脱离的状态②。与之相反，“社区抗逆力”框架带

来的是一个重视社区内部优势能力建设的全新视角。其特点在于一种内在的“集体能力和公共

性”，即“社区抗逆力着重强调面对风险时能够作出应对的集体性本质，以及当地群众吸纳资源，并

能团结一致进行合作的能力”③。首先，其假设就聚焦于社区内部资源和居民能力。“假定人们会在

风险中做出理性的决定，依据现有的信息和时间，人们会收集汇总必要的资源，寻找减轻灾害的信

息。”④其次，社区抗逆力的组成内容具有内生性。现行国际通用的几类测量标准和工具都聚焦于

社区内部的主体性以及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如，联合性社区抗逆力评估体系（The Conjoint Com⁃
munity Resiliency Assessment Measure），包括领导能力、集体性效果、事前预防、社区依赖性、社会信

任⑤；农村社区抗逆力评价指标，其测量维度为社会网络和支持、积极的心态、学习、早期的经历、环

境和生活方式、基础设施和服务、目标、经济创新和多样性、正视区别、信仰、领导力等⑥。可见，社

区抗逆力强调挖掘社区内部的集体性优势，其本身也强调一种社区的“内生性发展”，也应是社区

多方合治的重要前提，只有社区内部自身具有活力的主体性能力和社区自组织动员和权力结构，

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与外在的政府，市场进行共同治理。

三、单位社区的“社区抗逆力”结构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如前所述，“社区抗逆力”的独特之处在于提供一个注重“内生性”和“情境性”的全新视角，来

①童星：《社会管理创新八议——基于社会风险视角》，《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4期。

②田毅鹏、张帆：《新时期基层社区“展示性治理”的生成及运作》，《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9期。

③Lynda Cheshire, Javier Esparcia, Mark Shucksmith,“ Community Resilience, Social Capital and Territori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De⁃
popul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tudies, 8, 2015.
④Dmitry Leykin, Mooli Lahad, et al.,“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Between Routine and Emergency Situations”, Internation⁃
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15, 2016.
⑤Dmitry Leykin, Mooli Lahad, et al.,“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Between Routine and Emergency Situations”, Internation⁃
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15, 2016.
⑥胡曼等：《应急管理新动向：社区抗逆力的测评工具比较分析》，《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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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基层社会治理的内部动力和动态机制。单位社区亦是如此。目前学界大多从“问题视角”出

发描述单位社区的变迁带来的“消极后果”，并提出一些“补救性”建议。但是当研究者深入单位社

区领略到居民的生活智慧之后，方知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和平面化，而是需要我们多尝试从“社区抗

逆力”角度看待单位社区自身所具有的内生优势，并加以激活，减少社区治理的形式化和行政化。

笔者在参照“综合社区抗逆力评估”（CCRAM）、“改善社区抗逆力工具包”（Community Advancing
Resilience Toolkit）、“社区灾难抗逆力评价指标”（Community Resilience to Disaster）的基础上，结合

单位社区的特殊性，尝试构建出一个“单位社区抗逆力结构”，包括一些能够体现单位社区抵御社

会风险危机的各类因素和具体化指标。（参见图1）

图1 单位社区抗逆力内部指标结构图

“单位社区抗逆力”是指单位社区抵御和适应单位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能

力。单位社会转型风险危机特指以国有企业为主要代表的单位在市场化过程和社会化功能剥离

之后，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社区衰败风险以及群体性事件等公共危机。关于其破解之道，以往的

单位社区治理研究强调从外部的社会保障和政府、社会合治等角度进行思考，却似乎忽略了单位

社区内部在单位时期业已形成了一种怎样的结构，这种结构的优势何在，内在结构的哪些方面能

用于抵御外在社会风险。只有对以上优势有所认识才能“里应外合”，结合外在的政府和制度力

量，使单位社区渡过难关。笔者认为单位社区自身在长期单位体制的深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

“单位抗逆力结构”，其结构内容大致有三：

第一，“单位人抗逆力”是构成单位社区抗逆力的主体性内容。“单位人”是单位社区独特的主

体。在以往单位社区治理研究中，单位社区居民往往被泛化为一般的城市居民，而对其独特的“单

位人”特性着墨不多。我们在调研时发现，很多单位社区居民表示自己“认真地过日子”。在他们

口中再也平常不过的“过日子”,实际上与其在单位时期形成的积极、踏实的工作生活态度以及严密

的组织纪律性存在密切联系。尽管在单位衰败后，人们表面上好像丧失了以前工作的积极、乐观

的人生态度，但他们坚持认真“过日子”本身就是面对工厂倒闭、下岗、社会地位下降等逆境所产生

出的一种“单位人抗逆力”。

（1）风险应对能力。这是分析“单位人抗逆力”的首要因素，关键在于分析单位人是否具有“正

向定义风险”的方式。积极心理学之父赛里格曼（Martin E.P. Seligman）将其分作时间、范围、个体

 

单位社区

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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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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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度的正向解释归因①。依据这一解释，我们对“非典”事件的调研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乐

观态度的人认为“非典”只是“突发、暂时”的风险，并不会将其夸大为一生的磨难；在范围维度上，

认为不是所有方面都遭受“非典”的破坏，甚至将其视作增强邻里互助、提升团结感的契机；在个体

维度上，也不会把“非典”期间被隔离归因于个体因素。也就是说，积极态度不会过度夸大公共危

机的影响，而是重新审视自己和家庭的优势，积极采取策略应对风险。

（2）社区认同感。在职业、身份、文化等方面拥有较强同质性的单位社区，浓烈的“家园意识”

往往使其有别于一般的商品房社区。从“家”的角度来看，大型企业单位在单位时期通过“家属革

命化”或“子女顶替”等方式，将整个家庭吸纳到单位之中。以家属大院为标志的单位社区除了是

封闭的空间集合体之外，还是一种充满“家园感”的社会空间。一方面，居民共同遵守社区规则是

社区认同感的重要体现。社区认同感自身不仅指涉共同居住的物理空间，还指涉空间内部的主体

之间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一系列共同规则。其中，“共享规则”最具代表性。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

社区内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按照平等原则分配给每户居民，大家都可以共享诸如澡堂、医院、幼

儿园、供暖等社区内部的公共资源。此外，居民还共享着一种集体行动规则，即集体仪式化的行动

方式。例如集体早操、集体劳动、集体学习等，这些都是让大家无意识地整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规

则。“这种‘稀里糊涂聚到一起’描述的实际上正是单位成员日常的交往互动仪式，长期的集体化情

境，这一情境使人们无意识地聚到一起，……单位在意识形态层面力图实现生产、生活和政治的统

一，也正因为这种统一性，个体的多重生活世界高度重叠在单位这一场域之中，个体的身体、情感、

认知高度卷入于单位的集体化情境之中。”②这种共享规则不是外在的强制约束，而是一种内化为

单位人内部的集体惯习。这种惯习在单位制度式微后的衰败社区内部也并非马上烟消云散，在社

区遇到诸如下岗浪潮、棚户区拆迁、火灾等公共危机时，居民仍然遵守集体商议、集体募捐、互通消

息等集体共享规则。另一方面，维护社区公共利益也是社区认同感的重要体现。这一指标主要体

现在居民私人利益与社区利益的关系，以及两者矛盾时居民的态度等。在认知方面，具有较高社

区认同感的居民会将私人利益视为社区公共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自身私人利益的获得建立在社

区共同利益得以维护的基础之上。在行动方面，具有较高社区认同感的居民会积极主动号召，并

组织动员集体资源开展维护社区利益的集体行动。

（3）公共参与行为。参与是体现个体抗逆力的最佳形式。其核心是“把知情、参与、表达、分

析、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利交给当地人民，由他们发挥主导作用，……在表达、分析、决策和管理的

过程中，开发潜力，培养能力，互相学习、自我教育，组织起来、合作行动”③。具体到单位社区，薄大

伟（David Bray）认为单位与个体之间并非简单的庇护与依赖关系，强调中国单位社会治理的关键

在于，单位体制和单位社区再生产出一种不同于西方集体与个体二元对立的主体性模式，即一种

“集体权力规训”与“个体主动参与”兼而有之的“集体取向的主体性”④。换言之，单位人一方面看

似“被动”地吸纳进以单位为载体的政治动员、生活管理、经济保障体系之中，但另一方面却“主动”

参与到生产和政治中去。单位和单位社区成员拥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性，主动组织和参加政治学

习、集体讨论、知识竞赛等活动。“政治学习经过不断的重复已经内化为职工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

了生活仪式的一种，……单位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统一的价值认同，进行了价值的集体化过

程”。⑤这种政治参与传统一直延续到后单位时期，一些单位社区内的老党员、老职工虽然在学习

①[美]马丁·赛里格曼等：《教出乐观的孩子：让孩子受用一生的幸福经典》，洪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②赵欣：《单位社会时期的集体化情境与动员主体再生产——基于华北某大型单位大院的口述史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2015年第4期。

③李欧编著：《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④[澳]薄大伟（David Bray）：《单位的前世今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柴彦威等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⑤赵欣：《单位社会时期的集体化情境与动员主体再生产——基于华北某大型单位大院的口述史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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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早已不是以前的“毛主席语录”，但却延续了集体讨论社区事宜、集体维护社区治安与公共

设施等高度组织性的政治参与惯习。典型的案例为笔者近几年持续调研的长春市团山街道长山

花园社区的“单位人再组织化”模式。面对破产单位的“弃管”社区，社区居委会激活“单位人”的组

织动员传统，帮助居民“自救”，主动于2003年接收了194名企业退休的职工和党员。对这些老职

工、老党员设岗定责，将其纳入到社区治理体系之中。此后，还以这些人为主体设立了监督委员

会、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居民议事会、自治管理委员会、联合工会等社区管理的自治组织。另外，还

组建了以老职工、老党员为核心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这种“单位人再组织化”的社会效果明显，也

将社区内的租房群体也拉入到志愿服务中来，重塑了社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了社区的组织化

和社会联结。①可见，“单位人”在后单位时期依然保持着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参与传统，这

是我们在思考老旧单位社区如何重建时不能忽视的宝贵遗产。虽然不能让单位社区完全恢复到

单位辉煌时的社区状态，但是“社区抗逆力”视角并非简单让社区恢复到风险之前的状态，而是重

新恢复到一种“新的平衡”。②换言之，重新激活单位社区内部的“公共参与传统”，将成为建构“单

位社区抗逆力”的关键性环节。

第二，社区内部环境是构建单位社区抗逆力的基础所在。如前所述，“社区抗逆力”的目标是

让社区恢复一种新的平衡，即个体与社区之间重新形成一种平衡关系。因此，除了“单位人”主体

性，单位社区自身内部环境也应是社区应对风险时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家庭抗逆力”和“分权与

动员结构”是测量社区内部环境应对风险能力的两大重要指标。

（1）家庭抗逆力。对于具有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来说，家庭是社会结构至关重要的部分。美

国华裔哲学家杨效斯一语中的：西方社会结构只是“个人-社会”的两级模式，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呈

现出独特的“个人-家庭-社会”多级模式③。因此，单位社区的抗风险及其治理问题仍然少不了家

庭的因素。在风险管理和社会工作领域，关于抗逆力的研究也逐渐从“个体”转向为“家庭”，出现

了“家庭抗逆力”的概念，指以家庭为单位的一种应对与适应性的过程。具体言之，“家庭过程可以

影响危机事件的发展，所有家庭都有巨大的抗逆力潜能，可以通过鼓励其尽最大努力和强化关键

运作过程，来使其潜能最大化”④。以家属工、子女顶替制度为代表的单位体制独有的“单位家庭

化”更适合运用“家庭抗逆力”框架来分析其在应对危机时的积极作用。其核心在于一种特殊的家

庭全员动员机制。单位与一般性工作组织最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全面而深刻的归属关系，集中体

现在通过子女顶替、家属工等方式，全面动员单位成员家属进入工厂附属的集体企业工作，从事一

些辅助性工种或者后勤服务性工作，被称为“家属革命化”。这种模式并非简单的雇佣关系，而是

一种父爱主义式的规训与甘愿相统一的社会整合模式⑤，其中形成的家庭全面动员方式至今仍然

意义非凡。除了增强家庭的物质保障之外，更为重要的在于一种情感动员基础上的身份实践。以

家庭妇女为主体的家属工大多从事苦脏累等辅助性工作，在工资收入福利上不同于正式工，但是

他们依然“甘愿”从家庭走向工厂。其原因在于一种身份的转换。“成为‘家属工’对于绝大多数妇

女来说，失去的只是束缚她们的枷锁，获得的是与男性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大都有一种‘解放’

的体验。从单纯的‘持家人’向更为重要的‘养家人’角色的转变，让这些女性在看到自身社会价值

的同时也认识了自己新的家庭价值，这种双重解放的体验使她们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建设国家

的热潮中。”⑥显然，这种“身份解放”体验能够成为一种抗逆力因素，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当家作

①芦恒、蔡重阳：《“单位人”再组织化：城市社区重建的治理创新——以长春市C社区为例》，《新视野》2015年第6期。

②Lynda Cheshire, Javier Esparcia, Mark Shucksmith,“ Community Resilience, Social Capital and Territori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De⁃
popul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tudies, 8, 2015.
③杨效斯：《家哲学：西方哲学“个人—社会”模式的盲点》，《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④Froma Walsh：《家庭抗逆力》，朱眉华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⑤相关研究亦可参见田毅鹏、李珮瑶《国企家族化与单位组织的二元化变迁》，《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⑥陶宇、王玥：《“家属工”：集体记忆中的制度变迁与身份实践》，《福建论坛》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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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高峰情感体验。这种体验可以让人克服同工不同酬、临时工、社会保障缺乏等困境。因此，

我们在思考一些老旧单位大院面临改造拆迁等大事件时，是否能够让社区居民的全体家庭成员都

有一种“身份转换”体验，成为棚户区改造之后社区重建的关键。往往是一些棚户区改造之后回迁

社区公共服务后续保障不足，社区就业结构未能得到改善，重新出现“楼房棚户区”，使得居民仍然

具有“底层身份”，而非一种阶层跃升的体验。笔者在近些年对于棚户区的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回

迁社区中家庭在公共活动的参与不足。有的居委会的经验是“尽量多开展儿童活动，因为吸引儿

童就能充分动员父母及其老一代在内的全家成员参与”，但仍然是“权宜之计”，关键在于“身份实

践”，这才是动员家庭、克服危机的重要因素。

（2）社区分权结构。在风险应对方面，社区内部各主体之间的等级关系程度，及其权力和责任

的分散和动员灵活性，都是影响社区抗逆力的主要因素，被称之为社区分权结构。原因在于，“在

社区抗逆过程中，不需要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因为在环境迅速变化、信息和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人力资源的即时应对能力，而这些能力在分权结构下更易获得”①。具体到单位社区，分权结构

分散灵活的典型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单位房、城中村、商品房混杂区域所开展的“清河实验”。

即，对原有的居委会进行改革，在不改变目前社会组织结构和治理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在社区中选

举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这一举措是在承认原有的基层自治组织的基础上扩大其成员，增加其

作为法定自治组织的代表性。其中一个试点选取的是曾为单位大院的毛纺南社区。居委会主任

是原毛纺企业的工会主席，居住在本社区，社区内的物业公司也是老毛纺厂的物业公司，并且物业

经理也是本社区居民。实验的过程证明议事委员在选举和后期参与社区提升的过程中确实有很

强的积极性、参与性和代表性。经过两次民主协商讨论会，议事委员共收集了74条热心居民对于

社区如何提升的意见建议。此外，改组后的居委会在组织居民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对如何科学、民

主地使用社区公益金进行充分讨论，从街道层面出发，规避风险，通过群众制约保障公益金的使用

过程科学合理化。在讨论中，解决和建立起居民议事协商机制、议事规则，提高居委会的议事能

力②。可见，毛纺南社区实际上呈现出“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物业公司-街道办事处”的“四方共

治”治理结构。此类结构能够有效促进社区内部不同身份的居民参与，精准评估居民的多元需求，

灵活应对社区内部逐渐杂化、分化带来的潜在危机。因此，这种多元共治的社区自然具有较强的

社区抗逆力。

第三，社区储备资源是单位社区抗逆力提升的有效保障。在面对自然风险和公共危机时，往

往考验的是社区内部资源的储备能力。一方面，物理性公共资源的储备情况。主要包括是否有诸

如公共礼堂、公共通道等足够大的公共空间，供人群疏散和临时避难，社区是否备有应急物资等。

另一方面，社会性公共资源的储备情况。除了自然性灾害，社区还会遇到社区杂化、社区整体经济

不景气、居民冷漠化、社区原子化等公共危机，考验的是社区内部是否有一种良性的公共性结构；

是否有完善的公共活动空间开展公共活动；是否建立自助性和志愿性组织，在政治、文化、经济方

面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帮助；是否有社区精英、社区积极分子等储备人才。例如，前文提

及的长山花园社区，在拥有威望的老党员、老职工的带领下，实现了居民的“再组织化”，组建了以

老职工、老党员为核心的文体协会、司法协会等12支志愿服务队伍，注册志愿者达452人。此外，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该社区于2015年率先在长春市为社区老人建立“遗嘱库”，针对一些老人突

发死亡后的遗产纠纷案件，社区居委会还将“巡回法庭”请到社区，通过现场开庭、现场举证、现场

宣判，帮助老人及其亲属妥善解决遗产继承难题。“遗嘱库”、“巡回法庭”等都是老旧单位社区克服

企业破产带来的一系列冲击，重建社区和谐居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储备资源。

①朱华桂：《论风险社会中的社区抗逆力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②参见李强、王拓涵《社会治理与清河实验》，载《全球化：社会变迁与文化建构国际会议论文集》，2016年8月；李强《清河实验：基

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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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外部支持是构建单位社区抗逆力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自从“社区抗逆力”的提出和发

展以来，似乎也有学者批评该视角过于聚焦于的社区“内生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深化的一些发

达国家，以及一些现代化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原本就缺少结构性资源的弱势群体，很难动员内

部资源形成有效的应对危机能力。为此，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Lowe等人提出了“新内生性发展”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概念：强调内外资源的结合和平衡，既要强调本土能力建设，同时也

要认识到国家及其他外在因素的重要角色；不仅包括外在与内在主体的协商型政治以及区域改

造，还涉及到制度能力建设，以及国家应负有的责任和相关保障①。

具体到单位社区，正如薄大伟所揭示的，单位社区的和谐治理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性与主体性

平衡的状态，即“单位人”积极参与生产和政治主体性离不开外部集体性的制度保障与互动。单位

社区抗逆力的实质就是指在经受到自然灾害、企业社区转型等风险和公共危机之后，单位社区在

外部制度保障与内部主体性之间重新建构出一种均衡关系。一方面，外部的“政府抗逆力”成为构

建平衡关系的必要前提，主要分为直接、间接两种。“政府直接抗逆力”指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向直接

指向个体和社区：政府直接增量个体生计资本（如发放各种补贴以及完善福利制度），通过增强社

区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计状况。“政府间接抗逆力”是指公共产品供给方向指向脆弱性环境本身，

通过降低脆弱性对居民的冲击程度，间接地增强居民的抗逆能力②。脆弱性是指社区面临的各种

风险，特别是贫困问题。因此，政府的公共责任实际上是“点面结合式”的抗逆能力。“点”指的是针

对即时的贫困风险分配公共资源，“面”指的是风险之前的综合预防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风

险之后的后续发展性的公共服务。对于单位社区来说，政府抗逆力的方向主要是针对单位社区的

“衰败预防”与“棚户区改造后的后续重建”问题，加强公共设施建设，防止“弃管”现象发生，特别是

棚户区改造后的回迁社区的后续公共设施建设。更为关键的是，改善社区就业结构，加强对于再

就业社区居民的追踪监测，完善其工作福利，防止即使工作仍然贫困的“工作贫困”的发生。另一

方面，单位社区的外部支持除了政府力量，还要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的联动

机制。对于单位社区来说，“三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都是外在陌生的，一些单位衰败

社区居民甚至对自己的社区居委会都不信任，认为居委会不再是为单位职工利益福利着想，而是

关注于外在的市场赞助和行政上的展示性政绩。因此，外在支持不仅仅停留“在外部配置好”社会

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期望实现“自动对接”，而是需要是一种真正的“联动”，即目标明确、权责分

明、交叉互动、互为依托的关系。目标明确强调的是无论有多少外在主体，都要和社区内部的居民

和组织的目标达成一致，即促进居民的生计发展、社区重建。权责分明是“三社联动”的重要前

提。正如徐选国、徐永祥所强调，“‘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团结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

外在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以推进基层社

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③。具体而言，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社会

工作组织等主体都有各自的分工职责，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内部的日常行政管理服务；社会组织

聚焦于外在公益资源的整合和对接社区；社会工作组织负责运用专业性知识恢复和激活居民的公

共参与传统，三者不能“过度嵌入”，否则会破坏各自的专业性和公益性。交叉互动、互为依托是指

社区居委会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组织提供内部资源和介入场域，社会工作帮助社区居委会运用

优势视角、参与发展等理论知识积极挖掘其内部优势资源，社会组织帮助其链接社会的公益力量，

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反过来立足于独具中国特色的单位社区，为促进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提升，以

及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技巧的本土化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总之，“社区抗逆力”的概念框架在

①Lynda Cheshire, Javier Esparcia, Mark Shucksmith,“ Community Resilience, Social Capital and Territori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De⁃
popul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tudies, 8 , 2015.
②陈艾、李雪萍：《脆弱性-抗逆力：连片特困地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③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社会科学》2016年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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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充满复杂性和多元性的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不再只是“社区内部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内

外平衡互动共同作用的动态性社会治理框架。

四、结论与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单位体制产生急剧变迁，给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带来挑战，

特别是在老工业基地，大量单位大院的衰败演变为城市棚户区，成为城市社会治理难点。然而，历

史的变迁逻辑总是“变”与“不变”的互动新生过程。面对单位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人们关

注单位社会“变”的同时，还要转换思路，聚焦于单位社会“不变”的因素；关注外在国家与社会联动

的同时，也要将目光聚焦于社区内部本身“不变”的方面。为此，本文尝试依据“社区抗逆力”的概

念框架，从“社区风险管理”角度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逻辑。该视角在风险共生的特殊背景下讨

论社区治理创新的可行性，从“社区内部”入手，强调单位社区自身具有潜在的抵御风险危机的能

力，具体表现在风险应对能力、社区认同感、公共参与为代表的“单位人抗逆力”，以及具有较强的

家庭抗逆力和分权结构的内部环境优势，最后配之以政府抗逆力和“三社联动”的外在支持，形成

一个分析和监测“后单位时期”如何使单位社区再生出一种集体制度保障与“单位人”主体性平衡

的理论与操作性框架。这种考察有利于探索中国单位制度变迁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辩证意义，也

利于我们有效继承单位社会传统，构建中国特色的本土性治理模式。当然，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还

存在诸多值得推敲之处。例如单位社区的类型化问题——并非所有的单位社区都经过衰败过程

处于贫困状态，如高校家属区、部队大院、机关家属大院、央企大院等暂时看不到衰败社区的迹象，

这就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细化、整理、归类，不同类型的社区结构，其相应的“社区抗逆力”结构和标

准也自然存在差异。这将是我们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薛立勇)

Defusing Risk with Endogenous Strength: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Rebuilding of Declined Danwei Community

Lu Heng

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new century, Chinese Danwei Society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particularly due to some state-own enterprises got impoverished, some community for large enterprise

workers (Danwei Community) has been declined to be a urban slum, in where residents become divid-

ed seriously and some declined to underclass. In China, current researchers about declined Danwei

Community ,with a problem perspective viewing Danwei community as a community in disorder, draw

more attention to exogenous support from social policy, ignor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of Danwei Community itself. Instead, the framework of“community resilience”,which is

a measurement of sustainable ability to respond to and recover from adverse situation, as a new perspec-

tiv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ocuses on either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itself or risk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content of anti-risk capability of residents, community identi-

ty and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issue, as well as the exogenous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This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will be significant to construct a new com-

munity rebuilding way in the post-danwei age.

Keywords: Community Resiliency; Danwei Community; Risk Management Community; Gover-

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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